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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效率作为持续发展的关键指标，贯穿于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全过程。文章选取长三角地区2009—2018年的相关数据，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比较并分析区域协同创新、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分异演化情况。研究表明：长三角省域3个子系统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随时序演化跌宕起伏，阶段性明显，而空间分异更显著，呈现出由上海向四周递减规律；根据长三角不同地区的子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可分为4种发展模式：系统高度耦合协调发展、协同创新滞后型、产业结构滞后型及生态效率滞后型，同时生态效率与协同创新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失调严重制约三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最后分别提出针对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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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mong Synergic Innovat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cological Efficiency in Yangtze River Delta
Yang Kun，Wang Wan
(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 Shanghai 201620, China)
Abstract: As a key indicator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cological efficiency runs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innovation and industry development. Relevant data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from 2009 to 2018 were selected on the article and uses the coupling coordinated degree model to measure,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ed degree of regional synergic innovat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cological efficienc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upling degree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three subsystem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re ups and downs with the evolution of time series, and the stage is obvious, but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is more noticeable, showing the law of decreasing from Shanghai to the periphery. According to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ubsystems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t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development modes: high-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system, synergic innovation lagged, industrial structure lagged, and ecological efficiency lagged. At the same time, the imbalance between ecological efficiency and synergic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severely restrict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ernary system. Finally,the pertinenc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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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大力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也推动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而科技创新具有长期性、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等特点，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过程，需要主体和要素间的高度协同，以实现“1+1>2”的协同效果。党的十九大报告着重强调“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及《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的发布，也都进一步表明了区域一体化建设和协同创新的重要性。但长三角地区在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同时，也出现区域间协同创新动力不足、产业结构转型困难及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因为，若能进一步明确协同创新、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的发展水平，挖掘其内在协调机制，对有效协调三者关系，解决实际发展问题，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国内外学者针对协同创新、产业结构和生态效率，都分别展开了相关研究。生态效率的概念首先由Schaltegger &Sturm [1] 提出，并定义为投入和产出比值。随后，学者们对生态效率影响因素开展深入研究，主要关注其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及环境规制等之间的关系[2-4]。通过创新与生态效率关系的研究可知，科技创新能够促进资源和能源的有效利用，实现节能减排和改善环境质量[5]；但也有学者认为由于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存在弹性，使得降低碳排放的正向间接效应不明显[6]；而协同创新可以促进要素与结构新组合，实现生态环境共建共享[7]，且在协同理论基础上可促成科技创新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的复合协同，以实现区域生态创新协同[8]。学术界对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关系方面也进行了广泛讨论，一致认为产业结构与生态环境之间保持着长期动态平衡[9]，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可提高生态效率，改善环境污染状况[10]，且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生态效率具有正外部性[11]；但就产业集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如何却出现分歧，有学者认为产业空间集聚可促进技术创新进而改善生态环境[12]，也有学者认为污染企业集聚会导致集中排放，阻碍了环境污染的治理[13]。对于协同创新与产业发展方面，强调协同创新对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作用[14]，而且结合产业发展和协同学理论，构建了产业协同创新体系及探讨其实现路径[15, 16]，并通过分析技术与制度协同创新作用机制，测算其对产业升级的协同效应[17]。
不难发现，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协同创新、产业结构和生态效率三者中两两间的因果关系，鲜有研究将三者纳入同一系统，探究其相互作用及耦合机理；且研究视角也多采用时序演化比较，而对空间横向演化比较分析相对不足。因此，本文将协同创新、产业结构和生态效率纳入同一系统，并以此为切入点，分析三者间的关系及相互作用；并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从时空演化的视角考察长三角地区系统协调发展状况，剖析协同创新、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系统的发展模式。希冀为实现区域间优势互补和长三角系统协调发展，发挥区域带动和示范作用，提供有益参考。
1研究理论和方法
1.1耦合理论
耦合度的概念源于物理学，用来描述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或运动方式之间相互作用，进而达至协同的现象，且系统从无序向有序演化机理的关键在于其内部序参量间的协同作用，而对这种协同作用的度量正是耦合度[18]。耦合协调度则是建立在耦合度概念的基础上，用来描述各系统或要素间相互影响、协调一致的程度，既体现出系统间相互关联程度的强弱，又反映了系统间协调情况的好坏[19]。
长三角地区协同创新、产业结构和生态效率之间的关系复杂，而本文结合耦合理论，将长三角地区的协同创新、产业结构和生态效率3个系统耦合来描述三者间相互作用，由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来反映3个系统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程度和协调一致状况，并剖析长三角地区的系统耦合作用机理（如图1所示）。


图1 协同创新、产业结构和生态效率耦合作用机理的概念模型
1.2耦合模型
1.2.1耦合度模型
耦合度模型是对协同创新、产业结构和生态效率三者系统耦合程度的映射，反映三个系统间的耦合程度强弱。其具体的运算步骤如下：
[bookmark: _Hlk17826417][bookmark: _Hlk17825080]（1）功效函数。功效函数是该模型的基础，由功效函数可将数据标准化，消除量纲差异。若三个子系统耦合程度对应的指标值越大越好，则此指标属于正功效，反之为负功效。设序参量（i=1,2,…,m; j=1,2,…n）为第i个子系统的第j个指标。和分别为序参量在系统稳定临界点的最大、小值。因此可计算各个子系统间的有序功效函数，公式如下：

	     	（1）
其中，为序参量对系统的功效贡献大小。
通过对各个子系统中序参量的贡献程度加权平均，可反映出其协调情况，具体计算公式为：

                	                      	（2）
上式中，为子系统对整个系统的贡献程度； 为各序参量的权重，并由熵值法[20]得出，避免了主观因素带来的偏差。
（2）耦合度模型。根据耦合理论并借鉴相关研究成果[21]，计算各序参量的功效贡献度，最终得出各个子系统相互作用的耦合度模型：

   	     	（3）
[bookmark: _Hlk17830462]其中，耦合度C值的范围为[0, 1]，当C值越大，接近1时，表示各子系统间达到有序发展，实现良性共振耦合，反之，接近0时，则各子系统间处于无序状态，耦合极差。
1.2.2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度模型能清晰判断各个系统间相互作用强度，对预警各系统有序或无序发展有重要现实意义。但对于各个系统间的协调发展状况的好坏却难以判定，无法反映出其整体的协同功效。因此，本文在耦合度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来分析协同创新、产业结构和生态效率3个子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具体模型公式如下：

        	       	（4）
上式中，D为耦合协调度；T为3个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指数，待估参数α、β和γ表示各个子系统的协调贡献程度，在此考虑三者耦合关系时的重要性及参考过往研究，使得α、β和γ均为1/3，依此也可计算两两系统协调度。同时，参考相关研究[22, 23]及结合具体研究情况，将对耦合度和协调度进行等级划分，判定其发展阶段，具体见表1。
表1 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的分级标准及类型
	耦合度C
	耦合协调度D

	区间
	耦合阶段
	区间
	协调阶段

	0≤C<0.3
	低水平耦合
	0≤D<0.1
	极度失调

	
	
	0.1≤D<0.2
	严重失调

	0.3≤C<0.5
	拮抗阶段
	0.2≤D<0.3
	中度失调

	
	
	0.3≤D<0.4
	轻度失调

	0.5≤C<0.6
	初步磨合阶段
	0.4≤D<0.5
	濒临失调

	
	
	0.5≤D<0.6
	勉强协调

	0.6≤C<0.8
	深度磨合阶段
	0.6≤D<0.7
	初级协调

	
	
	0.7≤D<0.8
	中级协调

	0.8≤C≤1
	高水平耦合
	0.8≤D<0.9
	良好协调

	
	
	0.9≤D≤1
	优质协调


2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2.1协同创新指标确定
协同创新过程涉及多主体和多要素之间的流动，包括人员、知识和资金等，本文将基于已有研究[24]和数据的可获取性来确立协同创新的指标。主要利用直接和间接主体间的资金来往来衡量协同创新关系，如间接对直接主体的资助，包括政府资金、企业资金和金融机构资金，用其各自在总R&D经费中所占比重表示；而直接主体间的资金来往可分别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中政府资金所占比重、科研机构R&D经费中政府和企业资金所占比重、高等院校R&D经费中政府和企业资金所占比重等来表征。具体见表2。
2.2产业结构指标确定
对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程度的测度，通过参照现有文献，发现权威做法是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来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度量常用泰尔指数（TL）[25]，该指数能把整体分成组内和组间差距分别对总体的贡献来分析产业结构，同时避免了计算绝对值。而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衡量实际上是考察产业结构是否升级，可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值（AD指数）测算[26]，AD值越大，产业结构越优化并有服务化趋向。因此本文将TL指数和AD指数引入来测度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5）
[bookmark: _Hlk17894952]其中，和分别表示第i产业的产值和劳动投入，Y和L分别表示三次产业的总产值和总劳动投入，指产出结构，指就业结构；TL指数介于0和1之间，越接近1表示产业结构偏离度大，反之，越接近0表示产业结构趋于均衡状态。
2.3生态效率指标确定
根据前述有关生态效率的定义，本文在借鉴相关文献[27]及考虑实际研究情况，从三个维度构建生态效率子系统的指标，即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环境影响）等维度，具体指标体系见表2。
表2  协同创新、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耦合协调指标体系
	耦合系统
	准则层
	指标层
	单位

	协同创新U1
	间接对直接主体资助
	研发资金中政府资金比重（U11）
	-

	
	
	研发资金中企业资金比重（U12）
	-

	
	
	研发资金中金融机构资金比重（U13）
	-

	
	直接主体间资金往来
	规上企业研发资金中政府资金比重（U14）
	-

	
	
	科研机构研发资金中政府资金比重（U15）
	-

	
	
	科研机构研发资金中企业资金比重（U16）
	-

	
	
	高校研发资金中政府资金比重（U17）
	-

	
	
	高校研发资金中企业资金比重（U18）
	-

	产业结构U2
	合理化
	TL指数（U21）
	-

	
	高级化
	AD指数（U22）
	-

	生态效率U3
	投入类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当地GDP比重（U31）
	-

	
	
	能源消耗量（U32）
	万吨标煤

	
	环境
影响类
	废水排放量（U33）
	万吨

	
	
	废气排放量（U34）
	万吨

	
	
	固体废物排放量（U35）
	万吨

	
	产出类
	GDP（U36）
	亿元


2.4数据来源
[bookmark: _Hlk18092742]本文选择长三角地区各省市2009—2018年的相关统计数据，研究长三角地区的协同创新、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数据主要来源于2009—2018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及各省市的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
3实证分析
3.1长三角协同创新、产业结构和生态效率系统综合发展分析
根据公式（4）可得出整个长三角协同创新、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系统综合发展水平指数（见图2）。由图2中曲线的发展趋势大致分成两个发展阶段：波动上升阶段（2009—2013年）；震荡下滑阶段（2013—2018年）。
在第一阶段中，长三角的协同创新和产业结构发展指数均呈现V型波动上升态势，生态效率发展指数基本平稳波动，这导致协同创新、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系统综合发展指数也呈现V型波动上升态势。这是由于该阶段内长三角地区协同创新和产业结构发展水平较低，生态环境受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较小，生态效率整体上处于较高水平。以上变化态势表明，此时期内生态效率和协同创新交替主导长三角的系统综合发展水平，成为其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而产业结构成为其短板，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系统综合发展。
在第二阶段中，长三角的协同创新发展指数震荡较大，这表明协同创新水平在震荡中小幅度下滑；产业结构和生态效率发展指数出现下滑态势，说明产业转移及优化升级延缓，生态效率降低。主要原因是长三角一体化得到进一步发展，各省（市）共同构建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加上产业结构与分工格局的显著变化，推动了产业协同发展和优化升级，但产业过度集中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不足，导致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生态效率水平有所降低。同时可发现协同创新和产业结构发展水平与生态效率之间存在竞争性，相互影响，使得长三角三元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呈现阶段性演化趋势。该阶段发展驱动力主要为协同创新，其主导着长三角的系统综合发展，而产业结构和生态效率则交替制约着系统综合发展。

图2 长三角协同创新、产业结构和生态效率各子系统及系统综合发展水平
3.2长三角省域耦合协调时序演化分析
3.2.1耦合度时序演化分析
基于上述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分别计算出2009—2018年长三角4省市的协同创新、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系统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如表3所示。
[bookmark: _Hlk18155521][bookmark: _Hlk18155716]由表3并结合图3，可将协同创新、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耦合度演化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即震荡过渡阶段（2009—2013年）和平稳发展阶段（2013—2018年）。第一阶段耦合度波动幅度较大，时序演化显著，2009年时，上海是4个省市中耦合度最高的省份，且在2013年达至最高的0.98左右；相比较之下，安徽的耦合度初始就最低，之后急剧下滑，并于2012年跌至最低值0.37左右；江苏的耦合度在前两年出现小幅上升态势，之后基本维持在0.99左右，而浙江的耦合度初始仅次于上海，之后有轻微略升，达至0.98附近。该时期内上海、江苏与浙江三者之间的耦合度差距在逐渐缩小，而安徽起初与这三省市差距相对较小，随着时序演变，差距逐渐被拉大。这表明长三角各省市加大创新要素流动、促进产业转移升级、推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等相关举措带来的效果，协调了协同创新、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三者间的关系，增强三元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程度，而安徽由于产业结构和协同创新方面相对弱势，在发展中难协调3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进而出现差距被拉大的情况。第二阶段协同创新、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耦合度变化幅度甚微，趋于稳定。上海、江苏和浙江三省市的耦合度基本维持在0.97~0.99左右，相互间差距极小；而安徽的耦合度在经历第一阶段的波动后逐渐维稳，大致在0.39附近波动，与其他省市的差距未进一步扩大。综合可知，2009—2018年长三角协同创新、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三元系统间的关系逐渐趋于稳定，相互作用和影响程度增强，构建产学研深化合作桥梁，在创新合作中促进产业转移和优化升级，进而提高生态效率，同时生态效率的提高也协调三元系统的关系。
表3 长三角4省市协同创新、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
	年份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C
	D
	C
	D
	C
	D
	C
	D

	2009
	0.967 2
	0.843 3
	0.889 7
	0.468 4
	0.943 9
	0.649 3
	0.800 7
	0.508 6

	2010
	0.915 1
	0.801 2
	0.911 5
	0.493 9
	0.981 8
	0.577 8
	0.509 4
	0.428 0

	2011
	0.978 7
	0.870 7
	0.980 6
	0.579 8
	0.997 3
	0.690 1
	0.420 5
	0.352 3

	2012
	0.972 5
	0.855 0
	0.992 1
	0.612 6
	0.988 2
	0.658 2
	0.378 9
	0.391 3

	2013
	0.980 4
	0.876 8
	0.992 2
	0.618 1
	0.981 1
	0.678 9
	0.389 1
	0.379 0

	2014
	0.968 8
	0.841 1
	0.992 4
	0.622 0
	0.996 8
	0.691 2
	0.390 8
	0.379 2

	2015
	0.969 6
	0.843 7
	0.988 0
	0.625 5
	0.985 6
	0.644 3
	0.402 1
	0.369 2

	2016
	0.974 2
	0.860 6
	0.999 7
	0.608 1
	0.990 6
	0.632 8
	0.385 3
	0.382 5

	2017
	0.963 4
	0.830 4
	0.998 2
	0.554 2
	0.985 3
	0.668 3
	0.402 4
	0.368 9

	2018
	0.978 2
	0.866 1
	0.995 1
	0.527 2
	0.997 4
	0.669 2
	0.404 3
	0.366 5



图3 长三角4省市协同创新、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耦合度时序演化
3.2.2耦合协调度时序演化分析
[bookmark: _Hlk18155996]结合表3和图4看出，长三角各省市三元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波动较大，差异显著，根据其耦合协调度演化进程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波动发展阶段（2009—2013年）和平稳演进阶段（2013—2018年）。第一阶段各省市的耦合协调度波动幅度较大，上海的耦合协调度处于长三角地区中最高水平，虽在2010年跌至0.80左右，但之后波动上升，并始终保持在0.8以上；浙江的耦合协调度仅次于上海，且波动趋势大致相同，也在2010年下降至0.57左右，随后耦合协调度有所上升，基本维持在0.67左右；江苏的耦合协调度在初始时最低，之后快速增长至0.61左右，而安徽的耦合协调度却被江苏反超并迅速下滑，在2011年更是跌至最低点0.35附近。该阶段内，与长三角各省市对应的耦合度不同，协调度呈现明显的层次性，各省市之间的差距也较大，上海在创新资源、产业结构和生态效率方面优势明显，三元系统间协调配合，保持良性循环关系。浙江和江苏次之，而安徽虽然在聚集要素推动协同创新，建设产业合作示范基地等方面争做“赋能者”，但在协调三元系统内部循环存在不足，导致协调度出现大幅降低。第二阶段各省市的耦合协调度波动较小，层次也明显。上海继续保持遥遥领先地位，波动基本在0.85附近；浙江也继续保持第二的地位；而江苏在2015年后出现下滑趋势，与浙江的差距反而进一步扩大；安徽的耦合协调度则保持平稳并维持在0.37左右，全样本期内其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的波动趋势基本一致。此阶段内长三角各省市创新要素不断集聚且区域流动性频繁，协同创新基础得到夯实，推动构建协同式、嵌入式的产业生态圈，将自然生态优势转化成生产力，导致三元系统相互作用并同步协调发展。这进一步表明长三角各省市不断调整3个子系统间的协调发展状况，从无序冲突转向趋于有序和谐状态。

图4 长三角4省市协同创新、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度时序演化
[bookmark: _Hlk32181140]3.3长三角省域耦合协调空间分异分析
上文从纵向维度基于时序演化来分析长三角省域的协同创新、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系统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在此将结合时序演化结果，全面比较分析长三角省域协同创新、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系统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异（见图5）。


图5 2009—2018年长三角协同创新、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耦合度及协调度的空间分异
[bookmark: _Hlk20298236]由表1、表3和图5可知，2009—2018年长三角4省市协同创新、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耦合度较高，主要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仅安徽向低一级阶段转移，长期陷入拮抗阶段，整体空间演化幅度较小且分布集中，呈现出由2009年的“四足鼎立”演化为2018年的“三极一弱”空间格局。即使4省市系统的耦合度较高，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却可能处于较低水平，且空间分布差异明显，上海始终维持在良好协调阶段，浙江也基本位于初级协调阶段（仅2010年位于勉强协调阶段），安徽却从勉强协调向低一等级的轻度失调转移，而江苏从濒临失调转移至初级协调再至勉强协调，呈现低—高—低的转移规律。总体来看，长三角地区的协同创新、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系统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呈现出由上海向四周递减规律，且耦合度空间演化幅度小于耦合协调度。
[bookmark: _Hlk18157633][bookmark: _Hlk18157760]前文已分析长三角的协同创新、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系统的主要发展驱动力，在2013年前是生态效率和协同创新交替为主，而2013年之后则转向协同创新为主。因此，可进一步剖析长三角各省市的协同创新、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发展状况并总结其耦合协调发展模式， 具体分为4类：系统高度耦合协调发展、协同创新滞后型、产业结构滞后型及生态效率滞后型。上海3个子系统发展水平较好、耦合程度高且良好协调发展，其发展模式为系统高度耦合协调发展；江苏属于生态效率滞后型，其协同创新和产业结构的发展指数都较高，但较低的生态效率水平限制了系统的协调发展；而浙江生态效率发展水平一直较高，产业结构前期发展较缓慢，之后发展强劲，而协同创新发展波动幅度较大，拉低系统协调发展水平，使浙江归属为协同创新滞后型；安徽则属于产业结构滞后型，其产业结构发展指数最低，与协同创新和生态效率2个子系统严重不匹配，使系统难以协调发展。
3.4长三角省域两两耦合协调分析
协同创新、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构成的三元耦合系统涵盖了3个二元耦合系统，即协同创新-产业结构系统（U1-U2）、协同创新-生态效率系统（U1-U3）和产业结构-生态效率系统（U2-U3），这两两耦合的3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能揭示三元系统的耦合协调特征。根据前述公式测算出3个二元系统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并进一步计算三元和二元系统协调度差值来协调三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耦合关系。
如图6所示，与三元系统相比，长三角各省市的“协同创新-产业结构”系统的耦合协调度与其差值基本为正的有浙江和安徽，而上海和江苏基本为负；“协同创新-生态效率”系统与其差值全为正（负）的是上海（安徽），江苏和浙江正负大致相当；“产业结构-生态效率”系统与其差值全为正（负）的是安徽（上海和浙江），江苏则正负基本持平。由此可知，协同创新与产业结构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对三元系统的发展贡献较大的地区是浙江和安徽，协同创新与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发展正向影响三元系统的是上海，负向影响的则是安徽，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关系促进三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是安徽，而阻碍其发展的是上海和浙江。这表明长三角地区的“诸侯经济”特征仍然明显，差异化的资源分配和政策倾向使上海能产生极化效应，汇聚大量的技术、资本、人才等资源，而周围地区吸纳力不足，资源要素分配不均，导致科技、产业的失调非均衡发展进而影响生态环境，使得区域内各个子系统协调失衡，加剧了区域内的不平衡性。因此，目前严重制约长三角省域三元系统实现优质耦合的关键因素是生态效率与其他2个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这是亟待协调解决的问题，应重点加强生态建设，以绿色生态为发展标签，合理布局产业，优化创新要素配置，充分呈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终达到三元系统优质耦合协调发展。
  
（a）上海                                        （b）江苏
   
（c）浙江                                       （d）安徽
图6 长三角省域三元系统和两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差值分布
4结论
本文通过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来测算2009—2018年长三角各省市的协同创新、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3个子系统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并从时序演化和空间分异两维度比较分析3个子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研究表明：
[bookmark: _Hlk20293470]（1）长三角协同创新、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三元系统综合发展指数震荡演进，2013年之前以生态效率和协同创新交替主导为发展驱动力，系统综合发展水平波动较大；之后以协同创新为主要发展驱动力，经前期子系统不断耦合协调，系统综合发展较稳定。
[bookmark: _Hlk18160954]（2）长三角各省（市）的协同创新、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系统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时序演化跌宕起伏，阶段性明显，地区差异突出；而空间分异更显著，由初始时的 “四足鼎立”逐渐演化为 “三极一弱”的空间格局，呈现出由上海向四周递减规律，且耦合协调度空间演化幅度大于耦合度。
（3）长三角不同地区的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差异显著，根据其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将发展模式分为四种类型：系统高度耦合协调发展、协同创新滞后型、产业结构滞后型及生态效率滞后型，并分别对应于上海、浙江、安徽和江苏。同时生态效率与协同创新和产业结构之间的不协调负向影响三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而成为最主要制约因素。
[bookmark: _Hlk19559164]根据研究结果，为进一步提高长三角省域三元系统耦合协调度，实现协同创新、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优质耦合协调状态，最终推动区域内部的平衡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1）准确认识三者之间的耦合关系，破解制约三元系统耦合协调的关键因素，以各地区三元系统的实际发展情况和所处阶段为基础，实现政策差异化设计，进而使整体协同发展。
（2）在协同创新方面，以打造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为契机，加强区域内部的产学研合作，增强企业、高校和政府间的信息畅通，提高协同创新主体间的经济粘性，使得相互间的创新合作可持续，以实现绿色型的创新产品高效输出及技术转移、扩散。
（3）在产业结构方面，以产学研合作为基础，加强产业人才协同培养，合理承接产业转移，打造产业生态链并孕育先进的产业集群，实现“智造”助推产业转型升级，缓解生态压力。
（4）在生态效率方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构建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注重技术创新与生态的互补性，破解由创新与产业发展脱节的痼疾而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实现创新、产业与生态的良性循环和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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